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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放缓和运输经济效应放缓的双重压力。
本文基于量化空间结构模型构建交通结构与市场规模的可量化关系，采用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交通地理数据展开测算，分析了综合交通运输和交通结构的经

济效应及其差异化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高速公路经济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态

势，其他单一交通网络的经济效应则表现出边际递减特征，而综合交通组合结构

的经济效应处于边际递增阶段。 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综合交通网络产生递增效应

的机理，发现经过优化换乘和联运规划的一体化交通会显著提高运输经济效应。
本研究结论对挖掘交通结构潜能、实现“交通强国”战略及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具

有比较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 键 词 交通成本　 综合交通　 市场规模　 经济增长

一　 引言

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２０１８）。 在中国，早有

“要想富，先修路”的观念，这深刻地揭示了交通与经济增长的规律。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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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开始，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普速铁路（简称铁

路）营业里程从 ５􀆰 ７９ 万公里增长到 １０􀆰 ２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简称高

铁）从 ０ 增长到 １􀆰 ９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从 ０􀆰 ０５ 万公里增长到 １２􀆰 ３５ 万

公里，也位居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在高速增长，保持年均约 １０％ 的增长

速度。 交通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中国以此作为推动

“经济奇迹”的重要政策措施（刘生龙和胡鞍钢，２０１０）。 然而，２０１２ 年以来中国的

ＧＤＰ 增速逐年放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经济效应也在下降（廖茂林等，２０１８），
新常态背景下若仍以交通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则需要寻求新的增长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不同运输方式的交通网络分属不同部委规划，例如，铁路和高铁由

铁道部进行规划建设，而高速公路则由交通运输部进行规划建设①。 现有研究多以城

市加总的交通里程或单一运输方式为研究对象，鲜有学者对多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网

络展开充分研究。 白重恩和冀东星（２０１８）认为，交通在结构上具有网络效应，一条线

路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本身，还与网络中的其他线路相关。 根据梅特卡夫定律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ｓ Ｌａｗ）可知，交通线路联结的城市数量越多，整个交通网络的价值将成倍增

加，如果考虑到不同运输方式的交通网络相互连接，网络效应会更显著。 在一个具有

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体系中，由各种运输方式间相互补充和高效衔接而形成的交

通结构，对实现网络价值尤为关键，以交通结构为影响机制研究运输经济效应对推进

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交通强国”建设赋予“要想富，先修路”新内涵，既要“交通强”又要“强国

家”（杨传堂和李小鹏，２０１８）。 而在宏观经济放缓和交通经济效应逐渐下降的背景下，
想要借助“交通强”的政策实现“强国家”的发展目标，对交通网络进行“总量提升，结构

调整”，以科学构建综合交通网络提高交通经济效应成为必要选项，特别是推进各种运输

方式“零距离”换乘和“无缝化”衔接，提升联程联运的运输效率，这对改善交通结构产生

网络效应至关重要。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

的综合交通具有什么样的运输经济效应？ 交通结构是如何影响运输经济效应的发挥的？
本文基于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６９）框架建立量化空间结构模型，计算和测度市场规模指

标，从而捕获受交通运输影响的市场边界变化，并检验核心指标与主要经济指标之间

的关系。 市场规模是分析交通经济效应的核心指标。 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指

出市场大小是由运输的效率决定的，从地理范围上论述了交通突破市场边界约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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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铁道部被撤销，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



场规模的扩大促进分工，提高经济效率使经济得到了增长。 ２０ 世纪的新经济地理学

则认为交通成本降低扩宽了市场的地理边界，从而形成聚集和扩大市场规模，最终引

发经济增长（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Ｆｕｊｉｔ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Ｂａｌｄｗ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以上学术思想

殊途同归，都讨论了交通效率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 随着交通网络的扩张，运
输成本下降，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在更远的市场上展开竞争，面临更大的市场规模；而
综合交通的结构改善提升了运输效率，同样也为企业拓宽了市场。 从交通网络角度

看，当单一运输方式改善时，综合交通中各种运输方式动态协作产生网络效应，也会提

升综合交通的经济效应；而当任何局部网络变化时，市场规模随之动态演变，这为本文

测度多种运输方式的联程联运、“前后 １ 公里”及换乘衔接等交通结构的效率带来

便利。
本文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综合交通网络为基础构建城市一级的面板数据，首先结构

化检验由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和水路共同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
次考察交通结构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及随时间演变的特点，最后检验“前后 １ 公里”和
运输方式换乘衔接等交通一体化的结构性问题。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交通结构视角搭建综合交

通经济效应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运输经济理论和相关经验研究。 我们利用空

间结构模型量化分析如何优化交通结构以重新激发经济增长，尝试解决交通基础建设

拉动经济不能持续的问题（廖茂林等，２０１８），为借助“交通强”实现“强国家”的政策路

径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构建适合国内经济特点的市场规模指标，丰富和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

论应用。 我们借鉴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２０１６）的比较优势贸易建模方法，基于区

际产品可替代的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 模型构建市场规模指标以刻画交通影响企业进入市场的

范围，从而放松了比较优势理论以区域间要素不流动为前提的假设。
第三，改进冰山运输成本的参数识别策略，建立符合中国运输数据特征的识别框

架。 采用运输方式离散选择模型反映交通结构特征，非线性估计多种运输方式的交通

时间和价格弹性，用固定效应控制区域壁垒的影响，克服了已有离散选择框架只识别

交通时间单一参数造成的误差问题。
第四，采集了高质量的交通地理数据。 本文经逆向工程生成包含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历

年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和水路四类交通网络的地理空间数据，通过数理模型和交通需求

弹性反演出市场规模数据，用于全面考察不同运输方式组合结构的可持续经济效应。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数理模型；第三部分阐述数据计算方法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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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第四部分解释和讨论经验研究结果，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最
后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量化空间结构模型，分析中国综合交通网络结构的变化如何作用于城际

双边贸易成本，进而改变企业融入市场的程度，诠释交通网络经由市场规模机制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一）需求分析

１􀆰 消费者需求。 假设城市 ｊ 的代表性消费者在本地无弹性地供应 １ 单位劳动，并
获得工资（ｗ ｊ）作为劳动的报酬。 该消费者将全部工资用于消费，消费使其获得效用。
消费者在本地市场上消费的产品产自不同城市，这些产品之间存在不变的替代弹性

（σ）。 把消费者购买的产品用不变替代弹性（ＣＥＳ）的形式加总，可以构造城市 ｊ 消费

者消费产品的数量指数（Ｃ ｊ），该数量指数决定了消费者效用。 如果用 ｃｉｊ表示城市 ｊ 消
费者对城市 ｉ 生产产品的消费量，并对 ｉ 进行 ＣＥＳ 加总运算且用 ｉ′表示，城市 ｊ 代表性

消费者的效用水平表示为：

ｕ ｊ ＝ Ｃ ｊ ＝ ∑
ｉ′∈Ｓ

ｃ
σ－１
σ

ｉ′ｊ( )
σ

σ－１ （１）

　 　 其中，Ｓ 表示城市的集合。 当城市 ｉ 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城市 ｊ 销售时，其供应价格

记为 ｐｉｊ，那么消费者的预算约束表示为∑ｉ′∈Ｓｐｉ′ｊｃｉ′ｊ ＝ ｗ ｊ。

在预算约束作用下，代表性消费者通过最大化其效用来决定消费量 ｃｉｊ。 根据消费

者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方程，利用拉格朗日方法（用 λ 表示拉格朗日乘子）求解该

效用最大化问题。 关于产地 ｉ 城市消费量的一阶条件为 ｃｉｊ ＝ λ － σ ｐ － σ
ｉｊ ［∑ｉ′∈Ｓ

ｃ（σ － １） ／ σ
ｉ′ｊ ］ σ ／ （σ － １）；同理关于产地 ｋ 城市消费量的一阶条件为 ｃｋｊ ＝ λ － σ ｐ － σ

ｋｊ ［∑ｉ′∈Ｓ

ｃ（σ － １） ／ σ
ｉ′ｊ ］ σ ／ （σ － １）。 因此，代表性消费者对城市 ｉ 和 ｋ 的消费比例为：

ｃｉｊ
ｃｋｊ

＝
ｐ －σ
ｉｊ

ｐ －σ
ｋｊ

⇔ｃｉｊ ＝ ｃｋｊｐσ
ｋｊｐ －σ

ｉｊ （２）

　 　 ２􀆰 消费者价格指数，指在本地购买的一篮子产品（生产自不同城市）的价格加总。
这一篮子代表性产品是根据消费者的数量指数决定的，价格指数也是通过不变替代弹

性进行加总的。 因此，消费者的价格指数由消费者的数量指数和需求推导得到。 把消

费者的需求函数（２）式代入消费者的数量指数（１）式化简可得：

·５７·　期６第年１２０２　∗济经界世

陈晓佳　 徐　 玮　 安虎森　 　
􀪇􀪇􀪇􀪇􀪇􀪇􀪇􀪇􀪇􀪇􀪇􀪇􀪇􀪇􀪇􀪇􀪇􀪇􀪇􀪇􀪇􀪇􀪇􀪇􀪇􀪇􀪇􀪇􀪇􀪇􀪇􀪇􀪇􀪇􀪇􀪇􀪇􀪇



ｃｋｊ ＝
ｐ －σ
ｋｊ

（∑ ｉ′∈Ｓ
ｐ１－σ
ｉ′ｊ ） σ ／ （σ－１）

Ｃ ｊ （３）

　 　 （３）式表示城市 ｊ 对产地 ｋ 产品的需求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个因素是城市 ｊ 消费

者消费产品的数量，另一个因素是产地 ｋ 的价格与所有产地产品价格加总的比值。 将

（３）式两边乘以 ｐｋｊ，并对城市 ｋ 进行加总得到：

∑
ｉ′∈Ｓ

ｐｉ′ｊｃｉ′ｊ ＝ ∑
ｉ′∈Ｓ

ｐ１－σ
ｉ′ｊ( )

１
１－σＣ ｊ ≡ Ｐ ｊＣ ｊ （４）

　 　 其中，第一个等号左边是消费者预算，右边是加总后价格和数量指数的乘积。 由

此得到城市 ｊ 消费者的价格指数为：

Ｐ ｊ ＝ ∑
ｉ′∈Ｓ

ｐ１－σ
ｉ′ｊ( )

１
１－σ （５）

　 　 （５）式表明一个城市价格指数由城市消费的所有产品价格进行不变替代弹性加

总表示。 考虑到供应价格受交通发展水平的影响，价格指数（Ｐ ｊ）可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城市 ｊ 与其他城市交通的通达程度。
３􀆰 消费者福利。 假设消费者的所有收入都用来消费，并且通过购买一篮子产品

获得效用。 消费者的收入越高、产品的价格越低，消费者能购买的产品就越多。 由消

费者偏好的单调性原理可知，产品消费越多，其效用越高。 因此消费者的福利由其名

义收入和所购买的产品价格决定。 将消费者需求函数（２）式两边乘以 ｐｉｊｃｋｊ，再对等式

两边求关于产地 ｉ 的加总运算，可得∑ｉ′∈Ｓｐｉ′ｊ ｃｉ′ｊ ＝ ｐσ
ｋｊ ｃｋｊ∑ｉ′∈Ｓ ｐ１ － σ

ｉ′ｊ 。 然后把消费者的价

格指数和预算约束代入可得 ｃｋｊ ＝ ｐ － σ
ｋｊ ｗ ｊＰσ － １

ｊ ，最后把它代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得：

ｕ ｊ ＝
ｗ ｊ

Ｐ ｊ
（６）

　 　 （６）式为间接效用函数，表示消费者福利，说明城市 ｊ 代表性消费者效用等于消费

者获得的工资除以价格水平。 因为假设消费者是短视的，将全部收入用于购买产品并

获得效用，所以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可由消费者的实际工资水平表示。 在人口自由流动

前提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会寻求效用最大的城市居住。 在人口流动达到均衡

情况下，消费者在所有城市获得的效用都相同（Ｒｅ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１７），因
此福利方程有：􀭵ｕ ＝ ｕ ｊ ＝ ｗ ｊ ／ Ｐ ｊ。 根据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４）与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ｎ⁃
ｂｅｃｋ（２０１６）的研究，福利方程和城市福利均等化两个条件可以将劳动力流动内生化，
从而将模型扩展到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范畴。

（二）企业行为

１􀆰 利润最大化。 城市 ｉ 的代表性厂商面对完全竞争要素市场，向工人支付单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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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ｗ ｉ 雇佣劳动力 Ｌｉ，向资本家支付单位资本利润率 ｒｉ 购买资本 Ｋ ｉ，并假设资本完全自

由流动，在局部均衡时则有：ｒｉ ＝􀭰ｒ。 厂商利用购买的资本和劳动力进行生产，生产技术

为希克斯中性（Ｈｉｃｋｓ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生产方式采用科布道格拉斯（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Ｃ⁃Ｄ）形
式。 如果用 Ａｉ 表示厂商技术，用 Ｙｉ 表示产出，厂商的生产函数为：Ｙｉ ＝ ＡｉＬα

ｉ Ｋβ
ｉ ，其中 α

和 β 分别为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并且满足 α ＋ β ＝ １，即生产为规模报酬不变型。
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则满足以下条件，即 ｗ ｉＬｉ ＝ αＹｉ 和 ｒｉＫ ｉ ＝ βＹｉ。

２􀆰 交通离散选择结构。 在城际贸易设定下，如果城市 ｉ 生产产品的出厂价格为

ｐｉ，当产品运输到城市 ｊ 销售时，其供应价格为 ｐｉｊ，运输过程存在冰山运输成本（τｉｊ），
则有 ｐｉｊ ＝ ｐｉτｉｊ。 冰山运输成本反映产品贸易运输过程的路耗，同时体现了双边贸易

成本。
冰山运输成本作为城际贸易的无套利条件，不仅取决于运输时间，还与运输价格

密切相关，在跨区域贸易环境下，还受贸易壁垒的影响。 此外，行为人在选择运输方式

时，通常还表现出其他选择偏好。 当城际交通线路由多种运输方式组成时，行为人会

综合考虑对比由运输价格、时间及区域壁垒决定的城际各种运输方式的成本，理性的

行为人将结合自身偏好选择其中成本最低的方式。
本文参考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４）的交通方式离散选择框架，某种运输方式的

冰山运输成本设置为 ｅｘｐ（ϕｍＴｍ
ｉｊｔ ＋ ρｍＪｍ

ｉｊｔ ＋ ｆｍ ＋ ｂｉｊ ＋ νｍ），其中，ｔ 表示年份，ｍ 表示某种

运输方式，用 Ｍ 表示运输方式集合，有 ｍ∈Ｍ ＝ ｛高铁、铁路、高速公路、水路｝，Ｔｍ
ｉｊｔ表示

交通时间，Ｊｍ
ｉｊｔ表示交通价格，ϕｍ 和 ρｍ 分别表示交通时间和交通价格的系数，ｆｍ 表示运

输方式相关的运输固定成本，ｂｉｊ表示区域壁垒，νｍ 表示其他影响行为人选择运输方式

的不可观测因素，νｍ 服从 Ｇｕｍｂｅｌ 分布，即 Ｐｒ（ ｖ≤ｘ） ＝ ｅ － ｅ － ｘ，根据 Ｆａｂｅｒ ａｎｄ Ｇａｕｂｅｒｔ
（２０１９）与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ｇ（２０２０ａ）的研究，我们将分布的均值设为 １。

当理性行为人面对多种运输方式时，将选择交通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 由于 ｖｍ

是随机变量，因此相应交通方式的冰山运输成本 τｍ
ｉｊｔ也是随机变量，本文根据极值分布

原理设置行为人的运输方式选择策略 τｍ
ｉｊｔ ＝ ｍｉｎｍ′∈Ｍ （ϕｍ′Ｔｍ′

ｉｊｔ ＋ ρｍ′ Ｊｍ′
ｉｊｔ ＋ ｆｍ′ ＋ ｂｉｊ ＋ νｍ′）。

如果该行为人选择运输方式 ｍ 的成本均小于其他（除 ｍ 之外）交通方式 ｍ′∈Ｍ ＼ｍ，那
么根据 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ｔｕｍ（２００２）离散选择框架，该情况发生的概率是多运输方式情况

下选择该交通方式的比例，即交通选择结构表示为：

χｍｉｊｔ ≡ Ｐｒ［τｍ
ｉｊｔ ≤ ｍｉｎ

ｍ′∈Ｍ ＼ｍ
（τｍ′

ｉｊｔ ）］ ＝ ｅ －ϕｍＴｍｉｊｔ－ρｍＪｍｉｊｔ－ｆｍ－ｂｉｊ

∑
ｍ′∈Ｍ

ｅ －ϕｍ′Ｔｍ′ｉｊｔ －ρｍ′Ｊｍ′ｉｊｔ －ｆｍ′－ｂｉｊ
（７）

　 　 其中，χｍｉｊｔ表示从城市 ｉ 到 ｊ 采用交通方式 ｍ 占该线路所有交通方式的比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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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定理可求出该概率表达式为（７）式第二个等号右边的式子。
本文需得到城际运输线路的平均冰山成本，因此，我们参考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２０１４）与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ｇ（２０２０ａ、ｂ）关于冰山成本的设定方式，对相应运输方式的冰山

运输成本取数学期望，得到线路总平均冰山运输成本①：

τｉｊｔ ＝ ∑
ｍ′∈Ｍ

ｅ －ϕｍ′Ｔｍ′ｉｊｔ －ρｍ′Ｊｍ′ｉｊｔ －ｆｍ′－ｂｉｊ( )
－１ （８）

　 　 （三）一般均衡

１􀆰 城际贸易流。 在城际贸易中，贸易流受城市需求影响，城市对贸易伙伴产品的

需求又受供应价格影响，而供应价格由交通发展水平和出厂价格决定。 这意味着如果

给定出厂价格不变，交通发展水平决定了两个城市的贸易流。 具体推导如下，对消费

者需求（２）式两边乘以 ｐｉｊ，并对 ｉ 进行加总得 ｗ ｊ ＝∑ｉ′∈Ｓｐｉ′ｊｃｉ′ｊ ＝ ｃｋｊｐσ
ｋｊＰ１ － σ

ｊ 。 再将福利方

程代入可得 ｃｋｊ ＝ 􀭵ｕｐ － σ
ｋｊ Ｐσ

ｊ 。 本文已求得城市 ｊ 对另一个城市 ｋ 生产的产品的需求量

（ｃｋｊ），将需求量乘以供应价格（ｐｋｊ）可得到该城市对产地 ｋ 产品需求的价值量，该价值

量也就是城市 ｋ 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城市 ｊ 销售的城际贸易流。 用 ｘｉｊ表示城市 ｉ 到城市

ｊ 的贸易流，即 ｘｉｊ ＝ ｐｉｊｃｉｊ。 如果用 πｉｊ表示城市 ｊ 从 ｉ 进口占 ｊ 城市所有进口总额的份

额，结合贸易流方程，则进口份额可表示为：

πｉｊ ＝
ｘｉｊ

∑
ｉ′∈Ｓ

ｘｉ′ｊ

＝
ｐ１－σ
ｉｊ

∑
ｉ′∈Ｓ

ｐ１－σ
ｉ′ｊ

（９）

　 　 ２􀆰 市场规模与产出。 在城际贸易模型中，给定出厂价格，交通发展水平决定了贸

易流。 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的交通越便利，冰山运输成本越低，这两个城市

之间的贸易流就越大，这意味着城市有更大的市场规模空间。 Ｒｅｄ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４）构建一个反映企业融入市场程度的指标来分析国际贸易，他们认为运输成本

越大，贸易受市场规模惩罚越大，面临的额外成本越大。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
（２０１６）在此基础上将该指标表示为以交通发展水平为权重加总贸易伙伴城市要素成

本的形式，以此反映交通发展水平对企业融入市场程度的影响。 本文参考他们设定指

标的方法，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取 １ － σ 次方，并将冰山运输成本代入，得到消费者的市

场规模为：

ＣＭＳ ｊ ≡ Ｐ１－σ
ｊ ＝ ∑

ｉ′∈Ｓ
（ｐｉ′τｉ′ｊ） １－σ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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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Ｆａｂｅｒ ａｎｄ Ｇａｕｂｅｒｔ（２０１９）与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ｇ（２０２０ａ）关于极值分布函数均值设置为 １ 的方法，将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２０１４）文章中冰山成本期望式子 Γ（１ ／ θ）设为 １，可以得到和（８）式形式相同的平均冰山运输成

本式子。



　 　 ＣＭＳ ｊ 表示城市 ｊ 的消费者市场规模水平。 由（１０）式可知，城市 ｊ 到其他城市的交

通网络越发达，冰山运输成本就越低，那么当给定出厂价格时，城市 ｊ 的代表性消费者

的市场规模水平就越高。
根据收入恒等关系，一个城市的收入等于其总销售额，也就是等于对其他城市出

口的贸易总额，即 Ｙｉ ＝∑ｊ′∈Ｓｘｉｊ′；同理，一个城市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也就是等于该城

市向其他城市购买（进口）产品的总支出，即 Ｙ ｊ ＝ ∑ｉ′∈Ｓｘｉ′ｊ。 在市场均衡状态下，将贸

易比例（９）式代入收入等于总销售额的条件可得 Ｙｉ ＝ ∑ｊ′∈Ｓπｉｊ′Ｙ ｊ′ ＝ ∑ｊ′∈Ｓ ｐ１ － σ
ｉｊ′ （∑ｉ′∈Ｓ

ｐ１ － σ
ｉ′ｊ′ ） － １Ｙ ｊ′。 将消费者市场规模方程代入上式消掉∑ｉ′∈Ｓｐ１ － σ

ｉ′ｊ ，然后代入冰山成本方程

后可得：

Ｙｉ ＝ ∑
ｊ′∈Ｓ

πｉｊ′Ｙ ｊ′ ＝ ∑
ｊ′∈Ｓ

ｐ１－σ
ｉｊ′

∑ ｉ′∈Ｓ
ｐ１－σ
ｉ′ｊ′

Ｙ ｊ′ ＝ ｐ１－σ
ｉ ∑ ｊ′∈Ｓ

τ１－σ
ｉｊ′ ＣＭＳ －１

ｊ′ Ｙ ｊ′ ＝ ｐ１－σ
ｉ ＦＭＳｉ （１１）

　 　 则厂商市场规模 ＦＭＳｉ≡∑ｊ′∈Ｓτ１ － σ
ｉｊ′ ＣＭＳ － １

ｊ′ Ｙ ｊ′。 我们可以证明消费者市场规模和厂

商市场规模成比例①，并定义市场规模 ＭＳｉ≡ＦＭＳｉ ＝ ϕＣＭＳｉ。 将该表达式和厂商利润

最大化一阶条件代入厂商市场规模方程，利用福利方程（６）式和消费者市场规模（１０）
式进行化简可得②：

ＭＳｉ ＝ ∑
ｊ′∈Ｓ

τ１－σ
ｉｊ′ Ｌ ｊ′ＭＳ

σ
１－σ
ｊ′ （１２）

　 　 由（１２）式可知，城市的市场规模体现为一种以通往所有贸易伙伴城市的交通网

络为权重的加总形式，本文的市场规模度量的是一种全局交通网络效应，任何环节

的交通线路变化，将经由贸易渠道影响到全局网络中的任何城市节点。 依据厂商利

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和完全竞争市场定价规则，再结合（１１）式，我们得到本文核心方

程为③：

Ｙｉ ＝ θＫ
１－σ
２－σ
ｉ ＭＳ

１
２－σ
ｉ （１３）

　 　 （１３）式表明一个城市的产出水平由资本和市场规模决定，其中市场规模又由劳

动力和交通网络共同决定。 给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则该城市到其他城市的交通网络

越发达，其到其他城市的冰山运输成本越低，与其他城市往来贸易的能力就越强，市场

融入程度越高，该城市的市场规模越大，相应地产出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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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限于篇幅，具体证明过程未报告，有需要可到杂志网站下载附件。
限于篇幅，（１２）式的推导过程未报告，有需要可到杂志网站下载附件。
限于篇幅，（１３）式的推导过程未报告，有需要可到杂志网站下载附件。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由前文理论模型可知，市场规模机制表现为运输效率的提高扩大了企业市场规

模，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具体而言，交通结构影响运输效率，交通扩张降低运输成本，
当代表性厂商参与城际贸易时，将拥有更大价格优势与其他城市厂商竞争，提高了其

赢得市场的概率，扩大企业的市场地理边界，获得更大市场规模，最终带来经济增长。
基于（１２）和（１３）式，本文关于交通结构经济效应的经验研究被解释变量为主要经济

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规模，我们对（１３）式两边取对数，并添加一个时间 ｔ 和固定

效应变量，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 Ｙｉｔ ＝ η０ ＋ η１ ｌｎ ＭＳｉｔ ＋ η２ ｌｎ Ｋ ｉｔ ＋ δｉ ＋ δｔ ＋ εｉｔ （１４）

　 　 其中，Ｙｉｔ是城市 ｉ 第 ｔ 年的生产总值，ＭＳｉｔ是城市 ｉ 第 ｔ 年的市场规模水平，Ｋ ｉｔ是

城市 ｉ 第 ｔ 年的资本存量，所有变量都取对数。 考虑到一些不同观测因素的存在，我
们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δｉ）和时间固定效应（ δｔ）；εｉｔ为误差项。 （１４）式作为本文

的基准分析模型，我们关心的是系数 η１ 的结果，即城市生产总值对市场规模的

弹性。
进一步，本文参考廖茂林等（２０１８）研究交通网络时间效应时采用的交互模型，利

用时间区间和跨运输方式衔接的紧密程度检验交通发挥经济效应的影响。 具体建立

如下交互模型：
ｌｎ Ｙｉｔ ＝ ζ０ ＋ ζ１ ｌｎ ＭＳｉｔ ＋ ζ２Ｄｉｔ ＋ ζ３ ｌｎ ＭＳｉｔ × Ｄｉｔ ＋ ζ４ ｌｎ Ｋ ｉｔ ＋ εｉｔ （１５）

　 　 其中，Ｄｉｔ为因子变量（ｆａｃ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根据时间区间和跨运输方式衔接紧密程度

建立，并使其与市场规模的连续变量交互，进而分析交通影响经济的结构特征。 对

（１５）式关于市场规模求导有∂ｌｎ Ｙｉｔ ／ ∂ｌｎ ＭＳｉｔ ＝ ζ１ ＋ ζ３Ｄｉｔ，这即是交互模型的总效应。
由于 Ｄｉｔ为虚拟变量，具体当 Ｄｉｔ ＝ １ 时，总效应为 ζ１ ＋ ζ３；当 Ｄｉｔ ＝ ０ 时，总效应为主效

应，即 ζ１。
（二）模型参数校准

本文采用中国实际运输经济环境，对冰山成本中交通时间和交通价格的弹性参数

进行校准，估计出与中国经济相符合的参数。 在进行参数估计前，我们需要变换交通

方式选择模型，使其适合中国城市交通运输数据统计的特点。 我们采用目前地级市一

级唯一公开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交通运输统计数据，该数据统计了每个地级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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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运输过程的货运量，即一个地级市与其他所有城市完成的运输，包括该城市运

输到其他城市和其他城市运输到该城市的总量。

具体估计方法如下：如果用 ψｉｊｔ表示城市 ｉ 到 ｊ 的交通运输总量，则城市 ｉ 到 ｊ 选择

交通方式 ｍ 的数量为 ψｉｊｔχｍｉｊｔ，那么根据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ｎｇ（２０２０ｂ）的推导，城市 ｉ 交通方式 ｍ
的运输总量（包括从城市 ｉ 出发和到达城市 ｉ 的运输总量）表示为①：

Ｖｍ
ｉｔ ＝ ∑ ｊ′∈Ｓ

ｅ －ϕｍＴｍｉｊ′ｔ－ρｍＪｍｉｊ′ｔ－ｆｍ－ｂｉｊ′ ＋ ∑ ｊ′∈Ｓ
ｅ －ϕｍＴｍｊ′ｉｔ－ρｍＪｍｊ′ｉｔ－ｆｍ－ｂ ｊ′ｉ （１６）

　 　 本文利用（１６）式估计相应交通方式关于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的系数｛ϕｍ，ρｍ｝。
我们采用常规的非线性最小二乘（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ｏｕｔｉｎｅ）方式，也就是通过

最小化模型的 Ｖｍ
ｉｔ和实际数据之间的差距来估计参数，并且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遍历了 １０

万个参数｛ϕｍ，ρｍ｝的初始值避免最优化问题的局部最优陷阱。 然后，利用（８）式求出

城市对的平均冰山成本。
（三）数据处理及来源

１􀆰 交通成本测算。 为测算交通成本，本文以国家测绘局提供的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１ ∶ １００万交通电子地图为基础图，其中包括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及水路网络②，以及铁

路车站、高铁站、高速公路出入口、港口码头和城市质心点的经纬度，结合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
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交通地图进行逐年逆向删除历年新建的交通线路和港

口码头，最终得到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和港口码头历年电子地图。
本文若利用（８）式计算冰山成本，则需要交通时间（Ｔｍ

ｉｊｔ）、交通价格（Ｊｍ
ｉｊｔ）、交通固

定成本（ ｆｍ）和区域壁垒（ｂｉｊ）数据。 首先，交通时间由交通线路长度除以交通速度获

得，由此分别计算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和水路的交通时间；其次，各种运输方式的价

格分别从中国铁路官方网站、好物流 １２３ 专业运输平台和上海航运交易所获得③；最
后，交通固定成本变量由回归常数项表示，区域贸易壁垒变量由城市间是否边界接壤

和是否属于相同省份这两个固定效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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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城市 ｉ 到 ｊ 之间的运输总量 ψｉｊｔ与该城市对之间运输方式比例 χｍｉｊｔ的分母成比例，该比例可以约去不影响

回归结果。 此外，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的运输方式是铁路（高铁和普通铁路的总和）、公路（高速公路和

普通公路的总和）和水路的运输数据，因此，高铁和普通铁路参数实际估计方程为 Ｖ铁路
ｉｔ ＝ Ｖ高铁

ｉｔ ＋ Ｖ普通铁路
ｉｔ 。 同理，

高速公路也采用相同模式的估计方程 Ｖ公路
ｉｔ ＝ Ｖ高速公路

ｉｔ ＋ Ｖ普通公路
ｉｔ 。 水路参数的估计则采用（１６）式。

水路包括全国 ３ 级以上主要通航河流以及中国沿海通航海域。
高速公路运输价格通过好物流 １２３ 专业平台获得，铁路货运价格通过 １２３０６ 和 ５９３０６ 网站获得，高铁货

运价格通过中铁快运网获得，水路运输价格通过上海航运交易所网站和前瞻数据库获取。



交通时间的具体测算方法为①：首先，将交通线路的矢量图转为图片格式，根据城

市的经纬度，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的图片灰度计算命令（ｇｒａｙｄｉｓｔ）计算城市间交通路程的长度。
其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将铁路、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单位速度分别设置为

１６０ 公里 ／小时、２６７ 公里 ／小时和 ９０ 公里 ／小时②，水路运输速度根据《中国沿海内河

水运航行规则》设定沿海各海域和内河各河段的航行速度。 最后，用城市对的交通距

离除以相应运输方式的速度获得该城市对的运输时间。
２􀆰 市场规模测算。 市场规模衡量了企业通过交通网络可进入的市场范围。 综合

交通将各城市的市场规模链接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规模系统，该系统决定了各城

市的市场规模水平。 各城市的代表性企业通过综合交通进入全国市场，交通网络扩张

或结构改善的程度越大，该城市代表性企业市场地理边界就越大，获得的市场规模也

越大。 设有 ｎ 座城市，（１２）式改写为全国性市场规模系统，即为：

ＭＳ１

ＭＳ２

︙
ＭＳ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τ１－σ
１１ τ１－σ

１２ … τ１－σ
１ｎ

τ１－σ
２１ τ１－σ

２２ … τ１－σ
２ｎ

︙ ︙ ⋱ ︙

τ１－σ
ｎ１ τ１－σ

ｎ２ … τ１－σ
ｎ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ＭＳσ ／ （１－σ）
１ Ｌ１

ＭＳσ ／ （１－σ）
２ Ｌ２

︙

ＭＳσ ／ （１－σ）
ｎ Ｌ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１７）

　 　 这是一个非线性方程组，有 ｎ 个方程和 ｎ 个未知变量，其中市场规模 ＭＳｉ 是未知

变量。 城市人口（Ｌ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年末总人口和就业人口，其中

年末总人口用于基准分析，就业人口用于稳健性检验；冰山运输成本（τｉｊ）为本文测

算；参考 Ｍｏｎ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研究，替代弹性（σ）取值为 ４，而稳健性检验时，替代弹

性分别取值 ３ 和 ５。 结合数据可得性，我们最终选取城市数量为 ３１９。 在给定冰山运

输成本（τｉｊ）、城市人口（Ｌｉ）和替代弹性（σ）条件下，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 的 ｆｓｏｌｖｅ 工具箱求解

方程组，可解得未知变量 ＭＳｉ，其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３􀆰 其他数据。 回归方程中 Ｙｉｔ分别使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地

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 个数据进行

回归；城市资本存量（Ｋ ｉ）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张学良（２０１２）在研究城市交通网络经济

效应时的资本存量测算方法，即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基期设定和折旧率的选取

均与该文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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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具体代码未报告，有需要可到杂志网站下载附件。
Ａ􀆰 根据铁道部令第 ３４ 号，铁路平均速度为（２００ ＋ １６０ ＋ １２０） ／ ３ ＝ １６０ 公里 ／ 小时。 Ｂ􀆰 根据《高速铁路设

计规范》（ＴＢ１０６２１－２０１４）与铁道部令第 ３４ 号，高铁平均速度为 ２６７ 公里 ／ 小时。 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新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八条，高速公路平均速度为 ９０ 公里 ／ 小时。



表 １ 市场规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交通结构 样本容量 均值 方差

ｌｎ ＭＳ１ 铁路 ＋高铁 ＋高速公路 ＋水路 ４８７９ １􀆰 ２５９６ ０􀆰 ３４１６

ｌｎ ＭＳ２ 铁路 ４８７９ ０􀆰 ６０２７ ０􀆰 １８８６

ｌｎ ＭＳ３ 高铁 ４８７９ ０􀆰 ７００９ ０􀆰 １４０８

ｌｎ ＭＳ４ 高速公路 ４８７９ ０􀆰 ７０６７ ０􀆰 ３９６１

ｌｎ ＭＳ５ 水路 ４８７９ ０􀆰 ５１６０ ０􀆰 ２１０８

ｌｎ ＭＳ６ 铁路 ＋高铁 ４５９２ ０􀆰 ９６１０ ０􀆰 ４０４７

ｌｎ ＭＳ７ 铁路 ＋高速公路 ４５９２ ０􀆰 ８１９７ ０􀆰 ４７８６

ｌｎ ＭＳ８ 高铁 ＋高速公路 ４５９２ ０􀆰 ８０９７ ０􀆰 ４７８６

ｌｎ ＭＳ９ 铁路 ＋水路 ４８７９ ０􀆰 ７８８７ ０􀆰 ７０６０

ｌｎ ＭＳ１０ 高速公路 ＋水路 ４８７９ ０􀆰 ７３６８ ０􀆰 ４３９６

四　 经验结果分析

（一）参数校准结果

由于本文将冰山运输成本设置为交通时间和价格的函数，那么交通时间和价格的

系数对冰山运输成本的计算十分重要。 因此我们利用交通运输统计数据和冰山成本

的非线性模型（１６）式，对城际交通时间和交通价格的系数进行估计，得到与中国实际

运输经济相符合的参数，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２。 从中可知，回归结果均在统计意义上显

表 ２ 交通成本弹性估计

高速公路 铁路 高铁 水路

价格成本
０􀆰 ２８２１∗∗∗

（０􀆰 １２１６）
０􀆰 ３０３０∗

（０􀆰 ２９１７）
０􀆰 ２９９０∗

（０􀆰 ３６８６）
０􀆰 ２９８３∗

（０􀆰 ３３７４）

时间成本
０􀆰 ３０２５∗∗∗

（０􀆰 １４３８）
０􀆰 ３０１９∗∗∗

（０􀆰 １１４０）
０􀆰 ２９９４∗∗

（０􀆰 １９７５）
０􀆰 ２９４９∗∗∗

（０􀆰 １２７９）

固定成本
０􀆰 ２９５６∗

（０􀆰 ２８４０）
０􀆰 ２９０９∗

（０􀆰 ２８２５）
０􀆰 ３１００∗

（０􀆰 ２９２２）
０􀆰 ３０９４∗

（０􀆰 ３２４６）

样本容量 ８８ ８０４ ８８ ８０４ ８８ ８０４ ８８ ８０４

　 　 说明：∗、∗∗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后表同。 所有

回归都控制了城市相邻和相同省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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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且系数符号方向符合经济意义。 各种运输方式的交通价格成本弹性介于 ０􀆰 ２８２１
到 ０􀆰 ３０３０ 间，时间弹性介于 ０􀆰 ２９４９ 到 ０􀆰 ３０２５ 间。

（二）基准分析

首先考虑综合交通网络（铁路、高铁、高速公路、水路）扩张提高市场规模水平后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市场规模指标经验分析综合交通网络的经济效应，表 ３
为对（１４）式进行回归的结果。 表 ３ 第（１）列为城市生产总值对市场规模的回归，其系

数约为 ０􀆰 １１７１，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市场规模每提高 １％ ，生产总值提高

０􀆰 １１７１％ 。 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交通发展提高了企业市场规模进而获得经济增

长，与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２０１６）和唐宜红等（２０１９）的结论一致。
交通运输连接生产和消费两端，对国民经济循环中诸多环节都产生支撑作用。 基于

此，本文还分别利用工业总产值、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市场规

模进行再次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３ 第（２）－（４）列所示，系数均显著为正。 工业总产值对

市场规模的弹性值比生产总值回归系数值大约高出 ０􀆰 ０１４９ 个百分点。 从核算角度可

知，生产总值不仅包括公私部门的消费和净出口，还包括投资，且相比贸易消费，交通对

投资的影响是间接的，故交通对工业总产值影响略大。 同理，交通对批发和零售业也有

相对较大的影响。 在表 ３ 所有回归结果中，第（１）列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标准误较

小，样本容量也较大，因此本文后续以生产总值对市场规模的回归分析为基准展开讨论。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ｌｎ Ｙ

生产总值

ｌｎ Ｙ
工业总产值

ｌｎ Ｙ 批发

零售业销售总额

ｌｎ Ｙ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ｌｎ ＭＳ１
０􀆰 １１７１∗∗∗ ０􀆰 １３２０∗∗∗ ０􀆰 １８５０∗∗∗ ０􀆰 １７１４∗∗∗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１４１）

ｌｎ Ｋ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２）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４８５６ ４４６２ ４７３３ ４５０４

Ｒ２ ０􀆰 ７１７５ ０􀆰 ７４９６ ０􀆰 ６３８２ ０􀆰 ７２９１

　 　 说明：ｌｎ Ｙ 为对数化的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增长，后文如无特殊说明，被解释变量均采用对数

化的生产总值；ｌｎ Ｋ 为对数化的控制变量，表示城市资本存量，其系数较小，参考 Ａｌｌｅｎ 和 Ａｔｋｉｎ
（２０１６）的研究，将系数 × １０５ 方便阅读，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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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

１􀆰 稳健性检验。 本文基准估计结果可能受到变量测度方法和计算精度等一系列

潜在问题的干扰，下面我们采用多种方法对以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从 ４ 个方面进行稳健

性检验。
第一，本文构造的市场规模指标是由非线性系统决定的，但我们担心设定方法和

计算精确程度等问题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 因此，参考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Ａｔｋｉｎ（２０１６）
的做法，将市场规模指标设为 ＭＳ ｊ≈∑ｉ′∈ＳＬｉ′ ／ τｉ′ｊ重新计算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４ 第

（２）列。

表 ４ 计算方法和参数设置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基准情况

σ ＝ ４
市场规模指标

近似计算

替代弹性

σ ＝ ３
替代弹性

σ ＝ ５

ｌｎ ＭＳ１
０􀆰 １１７１∗∗∗ ０􀆰 ５５７０∗∗∗ ０􀆰 ２５３１∗∗∗ ０􀆰 ０４８０∗∗∗

（０􀆰 ０１３８） （０􀆰 １５３２） （０􀆰 ０７５４） （０􀆰 ００８９）

ｌｎ Ｋ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２）

样本容量 ４８５６ ４８５６ ４８５６ ４８５６

Ｒ２ ０􀆰 ７１７５ ０􀆰 ７２１５ ０􀆰 ７１９３ ０􀆰 ７１５０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后表同。

第二，市场规模指标的计算需要用到产品替代弹性值，我们担心替代弹性取值

（σ ＝ ４）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因此，通过更换不同替代弹性值（σ ＝ ３ 和 σ ＝ ５）重新计

算市场规模指标，并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４ 第（３）和（４）列。
第三，市场规模指标是本文考察交通网络扩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心变量，我们

担心人口增长也会通过市场规模指标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将 １９９９ 年的人口数据作

为不变人口计算市场规模，控制人口增长的影响，结果见表 ５ 第（２）列。 与基准分析

结果相比，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下降 ０􀆰 ００７２。 可以说，在本文分析框架下，人口增长

通过市场规模的影响不大，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此外，我们还采用就业人口作为

人口统计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如表 ５ 第（３）列所示，结果依旧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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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控制人口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ｌｎ Ｙ 生产总值

（基准情况）
ｌｎ Ｙ 生产总值

（不变年末总人口）
ｌｎ Ｙ 生产总值

（就业人口）

ｌｎ ＭＳ１
０􀆰 １１７１∗∗∗

（０􀆰 ０１３８）
０􀆰 １０９９∗∗

（０􀆰 ０４２１）
０􀆰 ０７３７∗

（０􀆰 ０３１９）

ｌｎ Ｋ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２２）
样本容量 ４８５６ ４８５６ ４８５６

Ｒ２ ０􀆰 ７１７５ ０􀆰 ７１７３ ０􀆰 ７１５９

第四，本文还采用样本重新选择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当交通线路通过借贷

方式修建时，地方政府通常在选址决策上更倾向于高经济回报预期的地方，这导致线

路修建选址存在非随机性。 本文参考孙浦阳等（２０１９）的研究，将经济发达和是政治

中心的中心城市从全样本数据中剔除①，剩下非中心城市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以规

避交通规划部门选择中心城市修建交通线路引起的回归误差。 将中心城市剔除后的

样本进行回归见表 ６，其结果和基准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 ６ 样本重新选择的回归分析

（１） （２） （３） （４）
ｌｎ Ｙ 生产总值 ｌｎ Ｙ 工业总产值 ｌｎ Ｙ 批发零售业

销售总额

ｌｎ Ｙ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ｌｎ ＭＳ１ ０􀆰 ０８５１∗ ０􀆰 １１３２∗ ０􀆰 １１０５∗ ０􀆰 １１６２∗∗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４９９） （０􀆰 ０５２２） （０􀆰 ０３９０）

ｌｎ Ｋ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２２）
样本容量 ４２６１ ３９５３ ４１７２ ３９５６

Ｒ２ ０􀆰 ７４１３ ０􀆰 ７７５８ ０􀆰 ６６８４ ０􀆰 ７８８６

２􀆰 内生性问题。 综合交通与城市经济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内生性的影响，使估计

的系数出现偏误。 内生性一般由遗漏变量、双向因果关系、变量测量误差及选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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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心城市指北京、长春、长沙、成都、大连、福州、广州、贵阳、哈尔滨、海口、杭州、合肥、呼和浩特、济南、昆
明、拉萨、兰州、南昌、南京、南宁、宁波、青岛、上海、深圳、沈阳、石家庄、太原、天津、乌鲁木齐、武汉、西安、西宁、厦
门、银川、郑州、重庆。



造成，而交通网络的内生性通常来自双向因果关系（李涵和唐丽淼，２０１５）。 即一方面

交通线路的修建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更倾向修

建交通线路。
我们参考 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解决交通网络内生性的办法①，采用地理地形生成交通线

路的最小生成树（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Ｔｒｅｅ，ＭＳＴ）作为理想的交通线路，将其作为交通

网络的工具变量，然后对表 ３ 进行两阶段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７ 所示。 其中，各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值，符合预期，但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系数比普通最小二乘法略大。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１２）研究交通对城市就业增长的影响时，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系

数也比普通最小二乘法大 ２ 倍多，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工具变量解决了现实中交通线路

建设选址的非随机性造成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国内学者利用工具变量解决交通网

络内生性也有类似结果（张睿等，２０１８）。 本研究结果基本与他们保持一致，内生性问

题基本得到解决。 此外，本文还采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进行弱工具变

量检验。 表 ７ 中的 Ｆ 统计量的值均大于 １０，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工

具变量估计是有效的。

表 ７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 ＭＳ１
市场规模

ｌｎ Ｙ
地区生产总值

ｌｎ Ｙ
工业总产值

ｌｎ Ｙ 批发零

售业销售总额

ｌｎ Ｙ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一阶段 二阶段 二阶段 二阶段 二阶段

ｌｎ ＭＳＩＶ ０􀆰 ６５６７∗∗∗

（０􀆰 ０４８５）

ｌｎ ＭＳ１
０􀆰 ２９２１∗∗∗

（０􀆰 ０４９５）
０􀆰 １５０９∗

（０􀆰 ０６７９）
０􀆰 １８０２∗∗

（０􀆰 ０６９１）
０􀆰 ３１５１∗∗∗

（０􀆰 ０５１１）

ｌｎ Ｋ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０３）
样本容量 ４５７２ ４５７２ ４１８１ ４４４９ ４２１８

Ｒ２ ０􀆰 ３８４３ ０􀆰 ４９６９ ０􀆰 ４７７５ ０􀆰 ５１４９ ０􀆰 ５３１２
Ｆ 统计量 ８６４􀆰 ２０ ６６５􀆰 ５９ ９３６􀆰 ７３ ６７５􀆰 ７９

　 　 说明：ｌｎ ＭＳＩＶ表示工具变量计算的市场规模。 Ｆ 统计量为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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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也尝试采用驿道的地理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但考虑到目前主流研究采用 Ｆａｂｅｒ
（２０１４）的方法，因此我们也主要采用最小生成树方法。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多种稳健性验证方法，并利用地理地形构建最小生成树作为

交通网络的工具变量，发现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准回归结果都是稳健可靠的①，内生

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四）交通结构分析

１􀆰 不同运输方式的联运结构。 为考察交通结构对运输经济效应的影响，本文利

用不同运输方式组成的联运结构（铁路与高铁、铁路与高速公路、高铁与高速公路、铁
路和水路、高速公路和水路）分别计算市场规模指标，再次对（１４）式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 ８。 从中可看出以下特点。

第一，从单一运输方式的经济效应看，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及水路的经济效应分

别约为 ０􀆰 １８０８、０􀆰 １７７７、０􀆰 １２８５ 和 ０􀆰 ００３４。 首先，早在 １９９０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就已

经有 ５􀆰 ７９ 万公里，到 ２０１５ 年达 １０􀆰 ２ 万公里，路网密度超过 １００ 公里 ／万平方公里，可
见铁路网络覆盖面广，并且路网成熟，已经和城市经济相融合。 因此，我们有较充分理

由说明铁路在这 ４ 种交通方式中具有最高经济效应。 其次，高速公路在过去 ２５ 年间，
从营业里程几乎为 ０，发展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 ４ 万公里，并且在 ２０１３ 年跃居世界高速公

路总里程第一，创造了 “中国速度”，但高速公路的经济效应比铁路经济效应低

０􀆰 ０５２３，这与高速公路的空间布局有关。 ２０１５ 年，东中西部高速公路总里程分别为

３􀆰 ９７、３􀆰 ９４、４􀆰 ４ 万公里，而人均里程分别为 ６􀆰 ９５、８􀆰 ９１、１２􀆰 ０８ 米 ／人②。 西部高速公路

的人均里程约为东部的 ２ 倍，而西部的人均产出仅为东部人均产出的 １ ／ ２，高速公路

现有空间布局与出行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匹配程度欠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速公

路总里程比铁路长、经济效应却不如铁路的表现。 同时，这也对高速公路与其他运输

方式组合形成的交通结构是否科学提出了疑问。 再次，２０１５ 年的高铁营业里程超过

１􀆰 ９ 万公里，约为铁路的 １ ／ ５，其经济效应仅次于铁路，但是在给定营业总里程前提下，
高铁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更为强劲，这与王雨飞和倪鹏飞（２０１６）的研究结论一致。
最后，水路依靠在天然河流和海域的航行进行运输，其运输网络较为固定，可扩展性较

低，再加之现代造桥技术和其他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对水路形成较为激烈的竞争，水
路在这 ４ 种运输方式中经济效应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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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消除了城市异质性因素，控制年份固定效应消除了一些随时间变动的因素，但还

是担心有其他影响城市市场规模的因素，故尝试在回归分析中控制市场化指数，但其与固定效应有较大的共线性

问题，这一方面说明本文回归分析控制的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将其他影响市场规模的因素吸收，另一方面也说明

本文市场规模是基于微观基础经过严格的数理推导获得，模型设定是科学合理的。
作者根据本文数据计算得到。



第二，为考察不同运输方式组成联运结构产生的效应，本文分别计算不同运输方

式组合形成联运结构的市场规模指标，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８ 第（５） －（９）列。
如果交通联运结构的经济效应高于单一运输方式，说明该交通结构产生网络溢出效

应，否则该交通结构限制交通网络经济效应的溢出。 首先，铁路和高铁组合结构的效

应见表 ８ 第（５）列①，回归系数为 ０􀆰 １９６６，经过 ｔ 检验，系数分别显著异于第（１）和（２）
列的系数（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４６３ 和 ０􀆰 ００２１），且系数约高出 ０􀆰 ０１５８ 到 ０􀆰 ０１８９。 这说明相

表 ８ 交通联运结构效应

Ｐａｎｅｌ Ａ　 单一运输网络

（１） （２） （３） （４）

铁路 高铁 高速公路 水路

ｌｎ ＭＳ２ ｌｎ ＭＳ３ ｌｎ ＭＳ４ ｌｎ ＭＳ５

ｌｎ ＭＳ
０􀆰 １８０８∗∗

（０􀆰 ０６５５）
０􀆰 １７７７∗∗∗

（０􀆰 ０３０４）
０􀆰 １２８５∗∗∗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０４）

ｌｎ Ｋ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０２）

样本容量 ４８５６ ２２９３ ４８５６ ４８５６

Ｒ２ ０􀆰 ５０２１ ０􀆰 ９７３７ ０􀆰 ７１４５ ０􀆰 ５８７２

Ｐａｎｅｌ Ｂ　 不同运输网络组合

（５） （６） （７） （８） （９）

铁路 ＋
高铁

铁路 ＋
高速公路

高铁 ＋
高速公路

铁路 ＋
水路

高速公路

＋水路

ｌｎ ＭＳ６ ｌｎ ＭＳ７ ｌｎ ＭＳ８ ｌｎ ＭＳ９ ｌｎ ＭＳ１０

ｌｎ ＭＳ
０􀆰 １９６６∗∗∗

（０􀆰 ０１６９）
０􀆰 １５４６∗∗∗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５３３∗∗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１０）

ｌｎ Ｋ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７９∗∗∗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０２）

样本容量 ２２９３ ４５７２ ２２９３ ４２０７ ４８３５

Ｒ２ ０􀆰 ５７６３ ０􀆰 ７０８２ ０􀆰 ７０４３ ０􀆰 ７００５ ０􀆰 ７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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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铁路和高铁组合中，２００８ 年以前未开通高铁，因此在这之前的计算只采用铁路的数据，我们在后文通

过划分时间段的回归分析验证稳健性。



比单一交通网络，铁路和高铁组成的交通联运结构相互补充，并降低运输成本，扩大了

企业进入全国市场的范围，带来交通网络效应的溢出。 其次，铁路和高速公路组合结

构的经济效应小于铁路，说明这种交通结构未产生网络效应的溢出，制约“公转铁”的
联运能力，限制了运输网络经济效应。 再次，高铁和高速公路组合结构也未发现溢出

效应，限制着运输经济效应约为 ０􀆰 ０７５２①，如果考虑网络溢出效应，限制的程度可能更

大。 最后，铁路和水路、高速公路和水路的组合结构也未发现网络溢出效应②。
综上所述，铁路和高铁同为铁道部统筹规划的交通网络，相对能组成联运结构发

挥交通网络溢出效应，而铁道部规划的交通网络和交通部规划的高速公路形成的联运

结构未能产生网络溢出效应，制约了运输经济效应的发挥。 同时也验证了前文对高速

公路与其他交通方式组合形成交通结构科学性的质疑。 此外，水路与其他运输方式组

合也未发现溢出效应。
２􀆰 不同时期的交通结构效应。 为研究交通结构影响运输经济效应随时间的演

变，本文划分时间段分析不同时期的交通经济效应。 我们参考廖茂林等（２０１８）的研

究，利用（１５）式分析不同时期的交通结构效应。 具体来说，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的交通网

络发展历程按每 ５ 年为 １ 个时间段进行划分，利用因子变量表示各时间段，并与市场

规模指标构成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从单一运输方式的交通网络看，首先，铁路、高铁和水路这 ３ 种运输方式回归分析

结果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系数绝对值逐渐增大，说明这 ３ 种运输方式的经济效应呈

边际递减特征，这与廖茂林等（２０１８）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其次，高速公路回归分析

的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先正后负，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高速公路在 ２０００ 年初先是表

现出正的边际经济效应特征，到了 ２００５ 年以后变为边际递减，高速公路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③。
下面对不同运输方式组合的联运结构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９ 第（５） －（９）列。 首

先，根据中国实际交通组合结构，对不同运输方式组合进行回归，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

正，且大致呈递增趋势，这意味着不同运输方式组合能实现优势互补，放大单一运输方

式的经济效应；其次，随着时间推移，交通组合结构递增的边际效应使交通组合结构的

经济效应超过了单一运输方式，从而产生交通网络溢出效应。 此外，不同交通方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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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表 ８ 第（７）列与第（２）和（３）列的系数差距，取其绝对值较小者作为保守估计。
对比表 ８ 的 Ｐａｎｅｌ Ｂ 和 Ｐａｎｅｌ Ａ 系数大小得出结论。
虽然高速公路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但是其他时间段都显著，不影响高速公路经济效应

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的判断。



运结构产生的经济效应一直处于递增状态，这验证了交通线路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其自

身，还取决于与之衔接的其他运输方式线路。 从以上分析可知，一方面，中国不同运输

方式形成的联运结构确实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另一方面，改善交通结构既能产生网络

溢出效应，也能减缓单一运输方式发展带来经济效应递减的状态，是综合交通网络未

来发展的方向。
综合交通网络最鲜明的特点是不同运输方式相互补充，并将城市节点有效链接，

共同提供运输服务。 交通联结的城市越多，越有利于改善规模经济，越能从网络规模

扩大获得更多价值，当不同运输方式的两种网络高效衔接时，网络价值呈边际增长。
这种情况恰好与梅特卡夫定律相吻合，即交通网络具有极强的网络效应和正反馈性，
不同运输方式网络组成的联运结构提升了单一运输方式的价值。

３􀆰 交通结构一体化。 现代综合交通的构建，对客运的“零距离”换乘、货运的“无
缝化”衔接服务要求越来越高，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交汇融合，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据

此，本文分别对“前后 １ 公里”问题和不同运输方式衔接效率进行经验分析，检验交通

一体化结构对运输经济效应的影响效果。 具体方法是：我们分别利用各种运输方式车

站到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和各种运输方式车站间的平均距离构建虚拟变量①，对于

“前后 １ 公里”问题，结果见表 １０ 第（１）－（４）列，各种交通方式车站到城市中心的平均

距离大于 １０ 公里时②，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回归结果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示

这 ３ 种运输方式受“前后 １ 公里”影响较大，其经济效应降低 ０􀆰 １０９６－０􀆰 ６００１ 个百分

点。 而水路到城市质心点距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水路运输网络依靠天然河

道呈基本固定的网络模式有关。 码头港口到城市质心点的距离越大，水路码头港口腹

地越大，该码头港口所能延伸的市场范围也越大，水路网络就越能拓展企业的市场规

模。 由此可见“前后 １ 公里”问题对主要运输方式发挥经济效应具有很大影响，该问

题在构建综合交通体系中不容小觑。 对于各种交通方式衔接的问题，结果见表 １０ 第

（５）－（９） 列，当各运输方式衔接的平均距离大于 １０ 公里时，其经济效应约下降

０􀆰 ００６４－０􀆰 １７５４ 个百分点。 以上结果均表明提高交通结构一体化对运输经济效应的

发挥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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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车站到城市中心平均距离是指高铁站、铁路火车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码头港口到城市地理质心点的距

离，当一个城市出现多个车站或多个高速公路出入口时，求其平均距离。 车站之间平均距离是指高铁站、铁路火

车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码头港口之间的平均距离。
本文也尝试采取 １５ 或 ２０ 公里作为衔接距离进行分析，所得结果也能支持本文结论。



表 ９ 交通结构时间效应

Ｐａｎｅｌ Ａ　 单一运输网络

（１） （２） （３） （４）

铁路 高铁 高速公路 水路

ｌｎ ＭＳ２ ｌｎ ＭＳ３ ｌｎ ＭＳ４ ｌｎ ＭＳ５

ｌｎ ＭＳ
０􀆰 ２８０３∗∗∗ ０􀆰 ２０２０∗ ０􀆰 ０８７９∗∗∗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８５３）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０２３）

ｌｎ ＭＳ × 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 ０􀆰 １１０１∗ ０􀆰 ０６５７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５８４）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００５）

ｌｎ ＭＳ × 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 ０􀆰 ２４４１∗∗∗ － ０􀆰 ０６２４∗∗ －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０５）

ｌｎ ＭＳ × 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 ０􀆰 ２７０６∗∗∗ － ０􀆰 １６８８∗ － ０􀆰 １４０４∗∗∗ －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６６６） （０􀆰 ０８５６）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００５）

ｌｎ Ｋ
０􀆰 ７７１４∗∗∗

（０􀆰 ０１３８）
０􀆰 ４９７３

（０􀆰 ２７６３）
０􀆰 ９６０５∗∗∗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０１７）
样本容量 ４８７６ ２２９３ ４８７６ ４８７６

Ｒ２ ０􀆰 ９１０５ ０􀆰 ８９１９ ０􀆰 ９０２５ ０􀆰 ８７２８
Ｐａｎｅｌ Ｂ　 不同运输网络组合

（５） （６） （７） （８） （９）

铁路 ＋
高铁

铁路 ＋
高速公路

高铁 ＋
高速公路

铁路 ＋
水路

高速公路 ＋
水路

ｌｎ ＭＳ６ ｌｎ ＭＳ７ ｌｎ ＭＳ８ ｌｎ ＭＳ９ ｌｎ ＭＳ１０

ｌｎ ＭＳ
０􀆰 １５７１∗∗ ０􀆰 ０６２０∗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１５０）

ｌｎ ＭＡ × 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０􀆰 ０４９２∗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４１７）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１８）

ｌｎ ＭＡ × 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０􀆰 ０７８３∗ ０􀆰 １９４８∗∗∗ ０􀆰 １０３４∗∗∗

（０􀆰 ０４１４）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１３５）

ｌｎ ＭＡ × 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０􀆰 １３１６∗ ０􀆰 ０７３４∗ ０􀆰 ０３２５∗ ０􀆰 ２５９７∗∗∗ ０􀆰 ２２６３∗∗∗

（０􀆰 ０７６２） （０􀆰 ０３６７）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１８３）

ｌｎ Ｋ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４５３∗∗∗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３６７５∗∗∗

（０􀆰 ８８０４）
０􀆰 ７７２９∗∗∗

（０􀆰 １７４９）
样本容量 ２２９３ ３９２０ ２７７３ ４８５６ ４８３５

Ｒ２ ０􀆰 ８７７６ ０􀆰 ７７８１ ０􀆰 ６７８９ ０􀆰 ９３０６ ０􀆰 ９３１７

　 　 说明：限于篇幅未报告变量 Ｄ 的回归结果，备索，下表同。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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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交通结构一体化的经济效应

Ｐａｎｅｌ Ａ　 前后 １ 公里问题

（１） （２） （３） （４）

铁路 高铁 高速公路 水路

ｌｎ ＭＳ２ ｌｎ ＭＳ３ ｌｎ ＭＳ４ ｌｎ ＭＳ５

ｌｎ ＭＳ
０􀆰 ８６３７∗∗∗

（０􀆰 １３４６）
０􀆰 ４１１５∗∗∗

（０􀆰 １０８０）
０􀆰 ３２１４∗∗∗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０９）

ｌｎ ＭＳ × Ｄ
大于 １０ 公里

－ ０􀆰 ６００１∗∗∗

（０􀆰 １６９１）
－ ０􀆰 ３０８２∗

（０􀆰 １２１６）
－ ０􀆰 １０９６∗∗

（０􀆰 ０３３７）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１０）

ｌｎ Ｋ
０􀆰 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００５）

样本容量

Ｒ２

４６３５
０􀆰 ３７６８

２７７３
０􀆰 ４４６９

４６６９
０􀆰 ３９０８

２８６４
０􀆰 ５６１７

Ｐａｎｅｌ Ｂ　 不同运输方式衔接问题

（５） （６） （７） （８） （９）

铁路 ＋高铁 铁路 ＋高速公路高铁 ＋高速公路 铁路 ＋水路 高速公路 ＋水路

ｌｎ ＭＳ６ ｌｎ ＭＳ７ ｌｎ ＭＳ８ ｌｎ ＭＳ９ ｌｎ ＭＳ１０

ｌｎ ＭＳ
０􀆰 ２６５８∗∗∗

（０􀆰 ０５０６）
０􀆰 ４０２４∗∗∗

（０􀆰 ０４３５）
０􀆰 ２１０３∗∗∗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３５）

ｌｎ ＭＳ × Ｄ
大于 １０ 公里

－ ０􀆰 １７５４∗∗

（０􀆰 ０５８９）
－ ０􀆰 １２８６∗

（０􀆰 ０５６２）
－ ０􀆰 １４９５∗∗

（０􀆰 ０５２８）
－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４２）
－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３７）

ｌｎ Ｋ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７０７∗∗∗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１８１）

样本容量 ２７７３ ４３１６ ２７７３ ２９２３ ２９１６

Ｒ２ ０􀆰 ４８０７ ０􀆰 ３７８７ ０􀆰 ３６９８ ０􀆰 ４３８６ ０􀆰 ５９９７

　 　 说明：第（１）－（４）列为单一交通网络的经济效应回归，变量 Ｄ 表示车站到城市中心平均距离是

否大于 １０ 公里；第（５）－（９）列为不同组合运输方式的经济效应分析，变量 Ｄ 表示车站间平均距离

是否大于 １０ 公里。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五　 结论与启示

从公路到高铁，交通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交通结构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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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一关系的差异化机理却并不明晰。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放缓和运输经济效

应放缓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以综合和结构的视角重新审视交通对经济的服务作用。
本文以综合交通及其交通结构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中国现有综合交通的运输经济效应

和交通结构如何影响运输经济效应的问题。 理论上，通过空间结构化模型构建一个可

量化的市场规模指标，描绘当交通网络发展引致双边贸易成本变化时企业融入城际贸

易市场的程度，体现在扩大企业市场的地理边界，从而形成各种运输方式动态协作，
并经由企业市场规模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检验上，我们采用结构化方

法，利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交通网络数据对空间结构模型进行了交通成本参数的校准，并
结合实际经济数据反演市场规模指标，对综合交通及其结构的网络经济效应进行经验

分析。
本文主要结论有：第一，现有综合交通对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批发零售业销售

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在剔除内生性和进行多种稳健性

检验时，这一结果均稳健。 第二，单一运输方式和交通联运结构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效

应，理论上表明运输联运结构的网络效应会使其经济效应优于单一运输方式，但经验

分析发现仅有曾属同一部门规划的铁路和高铁组成的联运交通结构具有网络溢出效

应，而高速公路与其他方式的联运结构反而制约运输经济效应的发挥，其原因可能是

不同交通部门的规划工作衔接不畅、未进行统筹规划。 第三，高速公路经济效应呈先

升后降态势，其他单一交通网络则表现出边际经济效应递减，交通联运结构的经济效

应处于递增状态，能消弭单一运输方式经济效应递减的问题。 第四，打通交通末梢和

优化换乘衔接的一体化交通结构改善对提高交通运输经济效应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结论对新时代交通提质增效、实现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首

先，应充分认识到单一运输方式对经济促进作用的长期局限性，推进各种运输方式协

作发展，以联程联运结构为重点，科学布局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强调交通运输的组合效

率和整体效能，以交通结构的网络效应服务实体经济运行。 其次，无论是里程数据，还
是经验研究结果，均表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交通建设应从“规模”关注转向“质
量”关注，既要对已有交通网络进行结构性调整，又要在未来加大对综合交通网络建

设的统筹规划，以大局意识协调各部门工作联动，加快完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控的相

关政策法规。 最后，在打通“前后 １ 公里”和提高换乘衔接等方面持续发力，适应创新

创造的发展趋势，融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培育新技术、新
业态，打造一体化的交通网络结构，实现“零距离”换乘和“无缝化”衔接，弥补运输经

济效应放缓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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